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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阐释

◇刘庆柱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2023

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

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集中体现在其自身的“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2］。笔

者认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黄河文化中得

到了充分体现。

一、黄河文化的中华文明“连续性”解读

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3］。世界

古代史专家易建平提出，从词源学角度看，文明即国

家［4］。也就是说，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连

续性”即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的古西

亚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古印

度文明被誉为古代世界的“四大文明”，此外还有美

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因此也有“世界六大文

明”之说。在“四大文明”或“六大文明”之中，中华文

明是唯一有着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文明，其他

古代文明均已在时间上断裂了。孕育西亚古文明的

两河流域、孕育埃及古文明的北非尼罗河流域，现在

都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孕育古印度文明的南亚次

大陆，现在的主体文化则分别为北部印度河流域巴

基斯坦的伊斯兰文化与南部恒河流域以印度教、耆

那教、锡克教等为主的宗教文化；孕育玛雅文明与印

加文明的美洲大陆，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现在

已经成为中世纪欧洲文明的“再生版”，其本土文化

已濒临灭绝。

中华文明中的黄河文化，尤其是黄河中游文化

更加凸显中华文明的“根”和“魂”，究其缘由在于黄

河中游文化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

百年考古揭示出的黄河中游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

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都反映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

性”。黄河流域考古发现的百万年人类史的旧石器

时代文化遗存数以千计，其时代距今百万年至一万

年，如陕西蓝田公王岭遗址、陈家窝及上陈遗址，山

西芮城西侯度遗址、丁村遗址，陕西大荔甜水沟遗

址，河南洛阳孙家洞遗址、郑州织机洞遗址等①。黄

河中游先民从百万年人类史走进一万年文化史，开

摘要：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黄河流域中游地区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形成了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好体现。

从古代都城布局形制的变化及“文官政治”“史官政治”“贤明政治”中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具

体实绩。几千年来形成的黄帝祭祀成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物化载体；从考古发现与遗传学研究来看，中

华民族具有共同的血缘基础；从统一性王朝名称与和亲文化来看，都彰显出民族融合及中华文明的“统一

性”；从都城建制来看，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中和”国家认同核心理念，反映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凝聚力。

丝绸之路的开辟对世界文化交流的贡献及域外宗教在中国的和平发展，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

平性”。

关键词：黄河文化；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① 方启主编：《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84—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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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新石器时代征程；从一万年文化史至中华五千年

文明史形成之际，在黄河中游发现了一大批新石器

时代文化遗存，如仰韶文化之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

化①，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开启了中国最早的

文明，谱写了早期中国璀璨辉煌的文明篇章。

21世纪以来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

论是：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而从考古

学、历史学、政治学来说，其中的4200年中华文明以

黄河中游为中心。因为中国历史从“五帝时代”经夏

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历经约4200年，其

间的“古国”（如“河洛古国”）、王国、帝国之都城及帝

王陵墓主要集中分布在大中原地区的西安、洛阳、郑

州、开封等地，如已经考古发现的河南巩义“河洛古

国”城址。再如战国时代《清华简·保训》篇记载的虞

舜建都邑“求中”于“历山”，即今河南濮阳②。商汤六

世祖上甲微为大禹“求中”于嵩山③，目前“大嵩山”地

区（含“三河地区”）考古发现了夏代早、中、晚时期的

都邑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

师二里头城址等④，它们佐证了《清华简·保训》篇的

记载。在“大嵩山”地区考古还发现了郑州商城、偃

师商城、洹北商城与殷墟，周代的洛阳“成周”“王

城”，西安地区的丰京与镐京。秦咸阳、西汉长安，汉

魏、西晋及北朝洛阳，隋唐“两京”（长安与洛阳）均在

黄河流域中游地区。金灭北宋，海陵王以“燕京乃天

地之中”为理由，在燕京（今北京）建立了大金王朝都

城金中都。中都即都城在国家之中部，这也体现出

其延续着中华文化“择中建都”、“中”之“核心”以及

“中和”所体现的“公平”“公允”政治理念。随后元明

清王朝的都城均在此地。

因此可以说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连续性”形

成、发展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黄河流域中游的中

华文明的空间“广阔性”与时间的“久远性”，不仅实

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而且折射出中华文明史

发展的“科学性”。此外，中国历代王朝，不论其统治

者是中华民族的哪个民族，他们均认同“人文始祖黄

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汉

武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祭奠黄帝的制度，此后历代

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均将“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的“人

文始祖”。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流域中

游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连续性”的“时空”

载体。

二、黄河文化的中华文明“创新性”解读

中国历代王朝大多定都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

这些都城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象征或标识的物化载

体，是国家政治的集中体现，即王国维所说：“都邑

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5］这也是在古代城市对

比研究中，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主要不同点。中

国古代都城布局形制的变化是中华文明不断创新发

展的表现，这可以折射出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

史的“连续性”是基于其历史发展中的“创新性”。

作为考古学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研究的

重要方面，以古代都城作为研究古代国家的物化载

体，进而探索其背后的形而上之思想，可以发现无论

是中原还是周边不同族属所建立的王朝都反映出

“天下之中”的理念。如夏商周都城主要分布在“天

下之中”的“三河”地区，这里被古人认为是“天下之

中”⑤；秦咸阳、汉长安、汉魏洛阳、隋唐两京（长安与

① 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② 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176页。

③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册，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8、55—60页。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

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⑤ 《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

百千岁。”详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2—3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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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北宋开封城，以及随后的金元明清之北京城

（从海陵王建“金中都”伊始），从政治定位“燕京乃天

下之中”①，中华民族“择中建都”理念一直未变，显示

中华文明具有共同的都城选址于“中”的理念。都城

布局形制则突出“中”与“和”的原则，这是中国古代

都城与其他世界古代文明都城的最大不同。“中”与

“和”（即“中和”）共同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与

文化基因，而这一文化基因从文明形成伊始已植根

于国家都城或都邑规划的“中”与“和”的核心政治理

念之中。它是中华文明之国家认同的“创新性”政治

传统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政治基因。

中国古代国家都城规划的“中”与“和”的理念不

断强化，以“中”为贵，“择中”“居中”的政治理念在中

国古代最重要的“国家建筑”——都城中得到充分体

现。其实这一理念有着久远的历史。1987年河南

濮阳水利工程中考古发现了距今6400年的西水坡

45号古墓，墓室地面发现蚌壳堆塑的“龙”与“虎”形

象，二者分列逝者两侧，逝者脚下是“北斗”的蚌塑三

角形图案，其东部连接两根东西方向的胫骨。有学

者认为，这是古人用于测量“求中”方位的“表”②。这

里“求中”求的是“地中”，而其参照系是“天中”，“北

斗”即“天中”。进入文明时代，“求中”是都城选址的

要求，出土文献《清华简·保训》篇是目前见到的这方

面最早的出土文献资料，其中所涉“虞舜”“求中”于

“鬲茅”③，即“历山”，在今河南濮阳一带④；上甲微为

大禹“求中”于“嵩山”⑤，这些都是国家都城选址的

“择中”观念的体现。

历史文献对此有明确记载：《吕氏春秋》“择天下

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国之中而立庙”［6］，

“国”在“王朝”或“王国”的“中央”，因此“都城”称为

“中国”。中国古代建筑的“择中”设计思想，是中国

古代建筑伦理等级、礼制观念的哲学基础。《诗经·
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

师也。四方，诸夏也。”［7］《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夫

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集解》：“刘熙

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8］30-31“择中立

都”，因“中”具有中正、中和、中央的内涵，“中”是相

对“诸夏”与“四方”而言的。

此外，“文官政治”“史官政治”与“贤明政治”是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表现，它们又是中华文明突出

特性之“连续性”的政治保证。

“文官政治”是相对“西方罗马文明”的“军政政

治”而言的。“文官政治”在国内处理民族关系时采取

的是“和亲政策”，从而形成“你中有我”与“我中有

你”的融合局面，如汉武帝把皇室宗亲江都王女儿细

君嫁给西域乌孙国王昆莫、汉元帝把王昭君嫁给匈

奴呼韩邪单于。“文官政治”的考古发现体现于帝王

陵墓的陪葬墓中，文官墓葬距帝王陵墓最近。如汉

高祖长陵陪葬墓数以百计，距其最近的是丞相萧何

与曹参的墓，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于长

安，葬于长陵陪葬墓区最显要的位置——长陵东司

马道北边，西临长陵；曹参去世，也被赐葬于长陵东

司马道之北，位于萧何墓附近⑥。又如唐太宗李世民

昭陵陪葬墓 150 多座，距其最近者是丞相魏徵的

墓。再如在唐玄宗泰陵的神道北部东西两侧的石像

生中，东列是“文官”，西列是“武将”⑦。“文官政治”是

处理“国内外政治”的“和平性”保证，确保了国家历

史发展的平稳与持久。

“史官政治”的突出特性是“秉笔直书”，核心在

于记录王朝（国家）历史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成

功经验要继承，失败教训要汲取。这也是中华文明

能够源远流长、不断前行、自我调节的思想基础。

① 《元一统志》载：“天德三年，海陵意欲徙都于燕。上书者咸言上京临潢府辟在一隅，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诉，不如都

燕，以应天下之中。”详见孛兰肹等：《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② 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③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43—145页。

④ 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176页。

⑤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册），第8、55—60页。

⑥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⑦ 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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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明政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从

而使中华文明能够永续发展，形成中华五千多年不

断裂文明史。历代帝王庙中东庑与西庑分别供奉着

有功绩与政绩的“功臣”牌位，如商代伊尹，周代的召

公奭、毕公高、周公旦、太公望。将这些贤明之臣列

入供奉即是“国家政治”导向的佐证。除此之外，在

中国古代“盛世”的汉唐宫城之中有纪念“贤明政治”

功绩的功臣建筑。汉武帝在长安城未央宫中修建的

麒麟阁也称麒麟殿，主要作为纪念堂来使用。麒麟

阁内的壁画十分著名，壁画内容是西汉功臣的图像，

绘制逼真。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皇帝命

人将众多功臣的画像作为壁画，绘于麒麟阁内，并在

人像旁刻上官爵及姓名。在唐长安城太极宫北部园

林中，凌烟阁最著名。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

在凌烟阁内图绘了唐朝初年长孙无忌、杜如晦、魏

徵、房玄龄、尉迟敬德、李靖、秦叔宝等24位功臣勋

将的画像。唐太宗以后，有唐一代的高宗、代宗、德

宗、宣宗等都继承了这一做法，在凌烟阁内图绘功臣

画像。唐代宗曾为中兴功臣绘像于凌烟阁；唐德宗

于贞元四年（788年）在凌烟阁为褚遂良、苏定方、郝

处俊等27位功臣绘像。凌烟阁建筑宏伟高大，阁内

壁画上的功臣像都是面向北。据说这是因为凌烟阁

在三清殿侧，为了表示恭敬而这样设计的。画像的

功臣，根据他们各自功绩大小、官阶高低，分别位于

凌烟阁内功臣画壁的内、中、外三层，且彼此分隔

着。内、中、外三层画壁上的画像分别是功高宰辅、

功高侯王和次第功臣。作为对他们在建立唐王朝过

程中所立下丰功伟绩的纪念，这是仿效了西汉宣帝

刘询和东汉光武帝刘秀分别在麒麟阁和云台阁图绘

功臣画像的做法。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贤明政治”

的重要例证。

三、黄河文化的中华文明“统一性”解读

“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文明史上国家政治发展

保持“连续性”的支撑。国家统一的基础是国民的国

家认同和思想认同，表现为中华文明获得不同风俗

习惯人们的认同。这些身处不同自然环境的先民与

其生存的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久远的历史，考

古学、历史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研

究成果证明，他们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在黄河流

域中游地区，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缔造了

中华文明，并在遥远的古代留下了人文始祖黄帝的

传说。当中华文明进入国家阶段之后，国民又将历

史文献记载、世代相传的生于、卒于黄河流域中游的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国家”之“人文始祖”［9］，这在

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正是这样的

历史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使中华五千多年

不断裂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人

类历史与文化中的瑰宝。

黄河流域中游几千年来形成的黄帝祭祀成为中

华文明“统一性”的物化载体。祭祀黄帝在中华文明

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一直延续至今。王国

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

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10］此处的“黄

帝”是作为国君被祭祀的，因此其记载“帅诸侯朝奉

之”。黄帝不仅作为国君被祭祀，还被作为祖宗来祭

祀，这在《国语·晋语》中有明确记载。东周时期，黄

帝还作为“天神”被祭祀，如《史记·封禅书》记载：“秦

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8］1364《汉

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祠黄帝于桥山”，应劭曰：“在上郡，周阳县有黄帝

冢。”［11］189-190北魏明元帝命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唐

玄宗在长安城建帝王庙，祭祀五帝及其他帝王①。明

代皇帝在都城之中置帝王庙祭祀黄帝及历代帝王。

明朝朱元璋建都南京，在都城南京开创了帝王庙中

享祀重要王朝帝王的制度，祭祀三皇五帝，夏、商、

周、汉、唐、宋、元的创业帝王，这应该是真正意义上

的“国家宗庙”。到了清代北京城的帝王庙已经发展

为“中国”的国家宗庙，其包括了黄帝等五帝与历代

绝大多数王朝帝王。中国古代历史上各王朝，不论

① 《唐会要》卷二十二《前代帝王》载：天宝“七载五月十五日，诏：‘上古之君，存诸氏号，虽事先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

功，宁忘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详见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

要校证》，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0页。

43



河南社科文摘62024

新时代黄河学 XINSHIDAIHUANGHEXUE

是哪个民族（如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契丹族

建立的辽王朝、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与清王朝、蒙古

族建立的元王朝等）作为国家统治者，都把祭祀黄帝

作为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自中华文明形成至今，

黄帝已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这是中华

文明五千多年不断裂的国家政治认同与中华民族共

同体认同的国家统一性基础。

由黄帝祭祀发展而来的国家都城设置的“帝王

庙”制度，成为中华文明赓续相传的大一统国家的

“文物”标识。自古以来，中华统绪就是以华夏、汉民

族帝王、北方民族帝王以及由联姻而融合的帝王共

同构成的帝王谱系。历代帝王庙都遵循平等入祀的

原则，在入祀的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中，既有大量华

夏、汉民族帝王，也有北魏拓跋鲜卑族、辽国契丹族、

金国女真族、元朝蒙古族等北方少数民族帝王。在

建庙之初，汉族皇帝朱元璋入祀了蒙古族皇帝忽必

烈，在庙祀鼎盛时，满族皇帝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自

觉融入到中华统绪之中。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历代

帝王庙是在中国帝制时代走向终结的最后两个朝代

出现的，清朝皇帝把明朝帝王接续进了历代帝王庙，

但清帝逊位后，帝制就此终结，清朝帝王便再无机缘

入祀历代帝王庙。历代帝王庙所体现出的传统绵延

不绝，文化一以贯之，便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生

动例证①。

第一，统一性的生物学基础。从最新考古发现

与遗传学研究看，目前中国境内绝大部分人的基因

与五六千年前的人群基因相近。从中华姓氏研究

看，中国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产生姓氏，是世界

上最早出现姓氏的国家②。据统计，当今中国人口数

量排名靠前的200个姓氏中，出自黄河中游的炎帝

姜姓系统的姓氏约占10%，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姓

氏约占89%，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人应有99%为“炎黄

子孙”③。这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血缘基础。

第二，统一性王朝名称与和亲文化的政治性基

础。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西

晋永嘉之乱以后，北方地区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

代表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据《魏书》载，少数民

族建立了多个政权，如巴人建立的成汉（亦称“汉”），

匈奴建立的前赵（亦称“汉”），羯人建立的后赵，慕容

鲜卑建立的前燕、西燕、后燕、南燕，氐族建立的前仇

池、后凉、前秦，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南凉，丁零建立

的翟魏，羌族建立的后秦，匈奴建立的夏等④。作为

当时不同王朝“国家文化”的主要物化载体，王朝之

名（国名）均为传统中华历史王朝名称延续。

第三，都城考古发现反映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

凝聚力。上述南北朝时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

都城则多延续以往王朝建都之地，如十六国时期前

赵、前秦、后秦、西燕等王朝仍以长安为都，但都城核

心区已迁至长安城东北部，这里宫城的形制布局既

继承了两汉魏晋以来的都城制度，又对其有所发展，

影响到北朝及其后宫城布局形制变化。如赫连勃勃

称自己为“大夏王”，他认为匈奴是夏启的后代，故国

号“大夏”，并仿照中原城址结合当地地形特点修建

都城——统万城。天兴元年（398年），北魏道武帝

拓跋珪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山

西大同）。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鲜卑人营建平城是仿

照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

及前秦都城长安的宫城。平城由宫城、内城（又称

“中城”）与外郭城组成，而外郭城是鲜卑拓跋氏在平

城建设中开创的，它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制发展史上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

年）迁都洛阳。通过多年考古发掘，北魏洛阳城形制

基本究明。北魏洛阳城是在汉魏洛阳城基础之上营

建的，新建了外郭城，在其中引进了平城的里坊制，

郭城之中设置320个里坊，里坊平面方形，边长500

米，周设坊墙，四面辟门，内设十字形街道。北魏洛

① 徐伟：《历代帝王庙的来龙去脉》，《光明日报》2013年8月12日。

② 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③ 刘文学：《建设华人寻根地 传承华夏历史文明》，张新斌、刘五一主编：《黄帝与中华姓氏》，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版，第230—231页。

④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01—1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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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的宫城集中化、单一化与宫城位置居北、居中的

城建模式，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中和”国家认同核心

理念，并对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①。

关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一些外国著名学者

也有精辟论述，如英国学者汤因比认为，几千年来，

中华民族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这比

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他们显示出这种在

政治、文化方面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

经验②。著名哲学家罗素提出，中国人有着无可伦比

的民族凝聚力③。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中国具有一

种惊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只能从制度去入手，从

既定的社会思想和行为方面来加以解释，中国的国

家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④。

四、黄河文化的中华文明“包容性”解读

黄河流域中游是中华各族群的共同家园，他们

在这里共同生活，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因此他们去世之后就安葬在那里。汉唐时期，在

帝王陵墓的陵区之中，有许多不同族群或域外的著

名人物陪葬于此，如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 ，去世

后，皇帝为其举行了盛大葬礼，“赐葬具冢地，送以轻

车介士，军陈至茂陵”［11］2962，与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共

同陪葬于汉武帝茂陵。再如唐太宗昭陵陵前的著名

“十四蕃君长石像”，有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焉

耆王龙突骑支、吐蕃赞普、高昌王、于阗王等。有唐

一代，还有不少各族酋长与外国人在长安供职，如史

大奈（突厥人）、阿史那忠等。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发展与大融合的时期是中

古时代后期的西夏、辽、金、元、清王朝时期⑤，以上王

朝的统治者均为少数民族。但是这些王朝的都城及

其建筑布局形制、帝陵选址及其考古遗存，都充分揭

示了中国古代的核心政治理念对黄河流域中游的早

中期中华文明认同与继承，进而反映了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凝聚力，这是由中华文明不断裂的内部凝聚

力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

中华文明在对外发展中表现出有容乃大与以和

为贵的价值导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丝绸之路的开

辟对世界文化交流的贡献与域外宗教在中国的发

展。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王朝就开通了连接东西

方的丝绸之路，这不仅促进了中西贸易的发展，更推

动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唐宋以后，域外宗教在中国

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唐宋元时期，琐罗亚斯德教（中

国古代称祆教、拜火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

教与本土宗教道教一起得到了平等发展，甚至有的

宗教比道教还要更受重视，其中尤以佛教从域外传

入中国后的发展最为典型。

五、黄河文化的中华文明“和平性”解读

汉建元初，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德

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称的“丝绸之路”，它早于大

航海时代1600多年。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境内各

民族的和合之路，也是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在和合

理念之下的文化交流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和平

之路，更是世界走进中国的和平之路。

丝绸之路促进了域外宗教传入中国，中国遂成

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保持多宗教并存的国家，并且在

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各宗教之间基本保持着和平相

处的状态。中国也成为世界上至今没有发生过任何

形式的宗教战争的国家，这些都与中华民族崇尚和

平有着密切关系。

西方地理学家称誉大航海是人类的地理大发

现，是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

人们，大航海带给世界的是殖民时代的到来。

① 刘庆柱：《中华文明认定标准与发展道路的考古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② 汤因比、池田大作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栋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

司1985年版。

③ 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2013年版。

④ 费正清著，张沛、张源、顾思兼译：《中国：传统与变迁》，吉林出版社2008年版。

⑤ 根据白寿彝《中国通史》对中古时期的划分，将秦至清定义为中古时期。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出版社

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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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与发现“新大陆”被西方称誉为西方文

明的光辉历史，但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

们看到的是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殖民掠夺、黑奴贸易，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也从此逐渐沦为

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残酷的殖民掠夺给这些地区的

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古代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正是

被西方的殖民者所灭绝的。对此，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曾经尖锐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

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

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

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①。这

也正是西方文明自诩的“大航海时代”的特色。

与西方大航海历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千多年

前中华文明开创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这是

汉唐盛世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强大之路，是中国走

向世界的和平之路，也是世界走进中国的和平之

路。中华文明历史传统中的“中和”价值观，也为世

界文明奉献了“和合”新思想、“和为贵”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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